
 

 

乌鸟私情，愿乞终养：父辈健康与子女劳动供给

张永峰，路    瑶
（南京大学 经济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3）

摘　要：家庭中普遍存在成年子女照料老龄父辈健康的现象，这在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中国表

现得尤为明显。文章利用 2015 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研究发现：父辈隐性健康变化并未

引致子女退出劳动力市场，而父辈显性健康变化对子女劳动供给存在显著的挤出效应。总体来看，

父辈健康变化对农村子女、女性子女、分开居住的子女和代际支持更高的子女劳动供给的挤出效应

更加显著。同时，父辈隐性健康变化显著增加了雇佣护理人员的可能性。在父辈健康照料中，在追求

家庭效用最大化约束条件下，护理人员部分替代子女成为相对理性的选择。进一步研究发现，医疗

保险、子女数量的增加和医疗条件的改善有助于平滑父辈健康变化对子女劳动供给的冲击，缓解父

辈健康变化对子女劳动供给的挤出效应，尤其是在家庭子女数量超过 2 时，这一缓解作用更加显

著。文章的研究验证了“抚养−赡养”这种代际互惠模式在中国的存在性，因此需要警惕老龄化加深

和人口红利缩减双重背景下父辈隐性健康变化和显性健康变化转换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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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成年子女对老龄父辈的健康照料在以家庭为核心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普遍存在，尤其是在饱

受 儒 家 文 化 洗 礼 的 中 国 ， 这 一 现 象 更 加 明 显 。 根 据 2017 年 中 国 综 合 社 会 调 查 数 据 显 示 ， 有

95.66% 的子女认同成年子女有照顾年迈父母的义务。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中国老龄化程度

不断加重。2010 年“六普”数据显示，中国老龄化程度为 13.26%；到了 2020 年的“七普”，老龄化

程度上升到 18.70%，与 2010 年相比提高了 4.44 个百分点。从生命周期的视角来看，老龄人口健

康人力资本存量更低，受健康风险冲击的威胁更大，而法律文本中明文规定的赡养义务和非正

式制度中约定俗成的孝道观念会推动着父辈健康变化进一步传导至子女劳动供给决策上，形成

对 子 女 劳 动 供 给 的 挤 出 效 应 。 根 据 国 际 劳 工 组 织 的 数 据 显 示 ， 中 国 劳 动 参 与 率 从 2000 年

的 77.22% 下滑到 2019 年的 67.99%，总体降幅达 11.95%。其中既有老龄化程度加深引起的劳动

力市场结构转变的原因，也有老龄父辈健康变化对成年子女劳动供给冲击的原因。不论是生产

端还是消费端，有效而稳定的劳动供给始终是加快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的关键。因此，在老龄化程度加深叠加人口红利缩减的双重背景下，厘清父辈健康变化对子女劳

动供给的因果关系对推动健康中国战略的顺利实施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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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作为最重要的人力资本，健康水平如何影响劳动供给已得到国内外学者的大量关

注。总体而言，不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健康水平的下降均显著降低了劳动者的劳

动供给行为 (Grossman,1972; Adams 等,2003;Thomas 等,2006; Smith,2007)。例如，Donald 和 Parsons

(1977) 研究发现，健康状况的恶化显著减少了美国 45−69 岁男性的劳动供给时间。Thomas 等

(2006) 基于印度尼西亚的研究表明，健康状况的改善有效提高了居民劳动参与概率。具体到中

国，解垩 (2011)、李琴等 (2014)、杨志海等 (2015) 研究发现，健康水平的提升对中国居民的劳动参

与意愿具有积极作用，并且对不同年龄阶段、不同性别和不同区域之间的劳动者存在异质性影

响。同时，由于中国广泛存在“老而不休”的现象，童玉芬和廖宇航 (2017) 通过研究健康状况和

退休老年人劳动参与之间的关系发现，健康的恶化降低了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

考虑到中国存在明显的城乡二元结构，大量学者研究发现，健康水平的恶化显著降低了农

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劳动供给决策和劳动供给时间 (秦立建等，2012，2015；邓睿，2019)。而健康

状况的改善则有助于提高农民工对城市务工环境的适应能力, 增加农民工群体的单位时间收益

率并提升其非农就业质量 (苑会娜，2009)。更重要的是，拓展农民工群体的健康权益和健康服务

提高了农民工群体抵御疾病冲击的经济能力，并有效增加了农业转移人口在家庭生产和人力资

本上的投资, 进而提高其劳动供给质量 (许庆和刘进, 2015)。同时，在社会保障尚未健全的条件

下，由于收入水平偏低，农业转移人口在使用金融工具实现劳动力的跨期替代中存在一定的障

碍。因而尽管存在健康恶化的风险，农业转移人口只能通过预防性劳动供给的形式增加劳动时

间以实现自我保险，进而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健康风险冲击 (Low, 2005) 。因此，健康档案、健康

教育和医疗保险等健康权益向农民工的惠及可显著缩短农民工的周工作小时数并减轻其劳动

压力从而显著提升农民工小时工资率 (邓睿，2019)。

与既往的研究相比，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有以下几点：首先，已有的文献对健康水平与劳动

供给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讨，但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自身健康水平如何影响自身劳动供给决策

上 (Boskin 和 Hurd,1978；Benjamin 等,2003；Kalwij 和 Vermeulen,2008; 程杰，2014；李琴等，2014；解

垩，2015；杨志海等，2015)，对父辈健康与子女劳动供给的研究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事实上，中

国长期受儒家文化影响，孝道观念根植于中国居民内心，“抚养−赡养”的代际互惠模式在中国

表现得尤为典型 (费孝通，2015)。因此，在研究健康水平与劳动供给时，不应忽视父辈健康对子

女劳动供给的影响。本文基于 2015 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的微观数据对此做了有益的补

充，丰富了父辈健康对子女劳动供给的研究。其次，区分了父辈隐性健康变化与显性健康变化对

子女劳动供给的差异影响。既往的文献在探讨健康变化与劳动供给的因果关系时，大多集中在

劳动者的显性健康变化上，忽视了与年龄增长或者慢性病相关的隐性健康变化如何影响劳动供

给。实际上，父辈隐性健康变化很难被子女察觉，尤其是在子女与父辈分开居住的环境下，父辈

很有可能隐瞒健康水平下降的事实，以避免给子女带来过高的经济负担。因此，父辈的隐性健康

变化可能并不会导致子女劳动供给减少。但父辈从隐性健康下降转变到显性健康下降具有较大

的不确定性，这无疑会造成劳动力市场的波动。因此，区分父辈隐性健康变化和显性健康变化有

助于厘清父辈健康变化对子女劳动供给的真实作用。最后，子女参与劳动力市场一方面必然减

少对父辈的生活照料，而缺乏子女的陪伴和照料正是导致父辈健康水平下降的重要原因。同时，

子女参与劳动力市场可以获得货币性收入，为父辈健康照料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子女所能提

供的资金支持越多，越有可能改善父辈的健康水平。也就是说，在父辈健康影响子女劳动供给的

同时，子女劳动供给反过来也对父辈的健康产生了显著影响。父辈健康与子女劳动供给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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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向因果关系有可能导致估计结果有偏。本文选择健康行为中“是否吸烟”作为父辈隐性健康

的工具变量，同时选取家庭“是否接通自来水”作为父辈显性健康的工具变量以克服反向因果导

致的内生性问题。

二、理论分析

父辈健康变化可以分为隐性健康变化和显性健康变化。隐性健康变化一般由两种因素引

起：一种与年龄的增长相关，即随着年龄的增长出现身体机能下降的情形；另一种由慢性病导

致。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数据显示，在 60 岁及以上老龄人口中，有 75.8% 患有一种以

上慢性病，其中患有高血压的老年人群占比高达 58.3%，另外有 19.4% 和 37.2% 的老年人患有糖

尿病和血脂异常。尽管患有慢性病的老龄人口占比较高，但对于由慢性病引起的隐性健康变化，

医学上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或者固定的治疗方案，仅需按医嘱服药或者定期体检，并不会对父

辈健康人力资本存量造成严重威胁，这些群体对子女的经济依赖大于生活照料。更重要的是，当

前劳动所带来的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仍然是中国大多数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根据国家统

计局数据显示，2020 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工资性收入和人均可支配经营性收入分别为 17 917 元和

5 307 元，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72.14%。也就是说，子女退出劳动力市场将产生较大的机会成本，

并对子女造成隐性的“工资惩罚”(刘柏惠，2014)。而在隐性健康变化并不会对父辈健康生命周

期形成严重威胁的情景下，子女退出劳动力市场的边际成本显然大于其留在劳动力市场的边际

收益。因此，在追求家庭效用最大化约束条件下，父辈的隐性健康变化可能并不会对子女劳动供

给决策产生抑制作用。

父辈显性健康变化体现在去医院次数的增加和产生住院行为等方面。与隐性健康变化不

同，显性健康变化更有可能对父辈健康人力资本存量产生冲击。在“抚养−赡养”的代际互惠模

式中，当父辈发生显性健康变化时，子女追求的并非家庭收入最大化，而是尽可能延续父辈健康

生命周期，提高父辈健康人力资本存量。由于父辈受教育水平较低，可能难以准确表达自身健康

状况，特别是不同地区方言差异巨大，导致老龄父辈与医卫工作者在专用语言沟通上存在一定

的障碍。另外，医疗服务的智能化和信息化也进一步提高了老龄父辈在医疗设备使用上的难

度。因此，去医院次数的增加和产生住院行为等显性健康变化是父辈自身难以应对的，不仅需要

子女的经济支持，更需要子女的生活照料，因而更有可能对子女的劳动供给产生挤出效应。即在

追求延续父辈健康生命周期的目标下，父辈显性健康变化可能降低子女劳动供给。也就是说，在

追求家庭效用最大化和延续父辈健康生命周期不同的约束条件下，子女面对父辈健康变化可能

会出现不同的劳动供给决策。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假说 1:

H1a：在追求家庭效用最大化约束条件下，父辈隐性健康水平的下降并不必然引致子女劳动

供给的减少，反而可能逆向激励子女增加劳动供给获得更多的货币性收入，以应对父辈健康从

隐性变化转变到显性变化带来的风险冲击。

H1b：在延续父辈健康生命周期的目标下，父辈显性健康下降不仅需要子女的经济支持，更需

要子女的生活照料，因而更有可能对子女劳动供给形成挤出效应。

城乡收入不平等长期存在诱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脱离农业，转移到城市寻求非农就业机

会。根据《2020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20 年全国农民工总量 2.85 亿人，占全体农村户

籍人口 50.89%，也就是每 2 个农村户籍人口，就有 1 个外出务工，而这些外出务工的农村户籍人

口大多以中青年为主。农村居民子女以转移就业的形式在城市从事非农职业，从而出现与父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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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际分离。与父辈的分开居住致使农村居民子女在父辈出现健康水平下降时，面临在城市就

业和返乡照料二选一的现实困境。尤其是在追求延续父辈健康生命周期的目标下，与父辈分开

居住的子女除了放弃工作外，并无其他更有效的选择。相反，城镇居民的子女尽管同样可能与父

辈分开居住，但大多居住在同一城市，时间距离和空间距离均小于农村居民子女，可以在下班和

假期内对父辈进行有效的健康照料。此外，相对而言，城市居民子女具有更高的教育水平和更全

的关系网络，因而在就业市场上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机会，而农村居民子女大多只能局限在次

级就业市场，放弃工作返乡照料父辈的成本更低。另外，经济改革导致的劳动力市场结构转变致

使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歧视持续扩大，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工作收入和工作机会普遍低于男

性，因而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机会成本相对较低 (李实等，2014)；同时，受传统“男主外，女主内”观

念的影响，女性照料父辈更加普遍，同时照料效果也更加显著 (卢洪友等，2017)。此外，代际支持

更高的子女与父辈的关系通常更加亲密，因而更有可能受父辈健康变化影响。基于上述分析，提

出本文的假说 2:

H2: 父辈健康变化对农村子女、女性子女、分开居住子女和代际支持更高的子女劳动供给的

挤出效应更加显著。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本文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中国健康与

养老追踪调查数据由北京大学执行，旨在收集代表中国 45 岁及以上中老年人家庭和个人的高质

量微观数据。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全国基线调查分别于 2011 年、2013 年、2015 年和 2018 年

在全国 28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150 个县、450 个社区（村）开展调查访问，至 2018 年全国追访

完成时，其样本已覆盖总计 1.24 万户家庭中的 1.9 万名受访者，具有较高的代表性。

本文的核心被解释变量为子女的劳动供给行为。在调查中，当被问到“子女现在在干什么”

时，若选择“工作”，则虚拟变量子女劳动供给等于 1，否则等于 0。核心解释变量为父辈隐性健康

和显性健康。隐性健康用是否患有高血压、血脂异常和糖尿病等慢性病作为代理变量，若父辈患

有高血压、血脂异常和糖尿病等慢性病，则虚拟变量隐性健康等于 1，否则等于 0；显性健康用住

院经历衡量，住院经历为虚拟变量，若本年度有住院行为，则等于 1，否则等于 0。

控制变量包括三个方面：子女个人特征、父辈家庭特征和社会保障特征。其中，代表子女个

人特征的控制变量有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教育经历、健康水平、政治面貌、民族成分、子女数

量、需要抚养的子女数量、收入水平和住房资产。代表父辈家庭特征的控制变量包括是否经历过

职业培训、婚姻状况、存款总额和负债总额。考虑到高福利可能引发道德风险并诱使劳动者降低

劳动供给时间 (Topel，1983; Blundell 等，2007)，本文进一步增加了是否获得政府补助和是否获得

捐助补偿等代表社会保障特征的控制变量。为了确保样本具有合法提供劳动供给行为，本文剔

除了低于 18 岁和大于 60 岁的子女样本，同时删除了父辈年龄小于 60 岁的样本。

表 1    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误

被解释变量 子女劳动供给 有=1；无=0 0.745 0.435

核心解释变量
隐性健康 慢性病：有=1；无=0 0.720 0.448

显性健康 住院经历：有=1；无=0 0.154 0.361

工具变量
是否接通自来水 是=1；否=0 0.740 0.438

是否吸烟 是=1；否=0 0.456 0.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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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模型设定。在实证方法上，基准回归采用简单线性回归进行检验，模型设定如下：

ldg ji = β0+β1 jkbhi+αiX’
i +γiY ’

i +δiZ ’
i +ui （1）

ui

式 (1) 中 ldgj 表示子女的劳动供给决策，jkbh 代表父辈健康变化（包括隐性健康变化和显性

健康变化），X 代表子女个人特征控制变量，Y 代表父辈家庭特征控制变量，Z 代表社会保障特征

控制变量， 代表误差项。

由于单一方程忽略了不同方程扰动项之间可能存在的相关性，三阶段最小二乘法避免了这

一问题。有鉴于此，本文使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重新估计了父辈隐性健康和显性健康对子女劳

动供给的边际影响。借鉴陈强 (2014) 的设定，三阶段最小二乘法模型构建如下：

ldg ji = α0+α1 jkbhi+αiX’
i +ui （2）

jkbhi = β0+β1ldg ji+β2ylbxi+αiX’
i +ui （3）

式 (2) 用父辈健康变化来解释子女劳动供给，而式 (3) 以子女劳动供给来解释父辈健康变

化。由于医疗保险提高了居民卫生服务利用率，并显著改善了居民健康水平 (潘杰等，2013；赵绍

阳等，2015；岳崴等，2021)。因此，式 (3) 在解释父辈健康变化时加入了父辈是否具有医疗保险这

一虚拟变量。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表 2 报告了基准回归的估计结果，其中列（1）是未增加控制变量情形下父辈

隐性健康对子女劳动供给的边际影响，列（2）和列（3）分别是增加控制变量以及控制个体固定效

应后父辈隐性健康对子女劳动供给系数的估计值。列（4）是未增加控制变量情形下父辈显性健

康对子女劳动供给的边际影响，列（5）和列（6）分别是增加控制变量以及控制个体固定效应后父

辈显性健康对子女劳动供给系数的估计值。

 

续表 1    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误

子女个人特征控制变量

子女性别 男=1；女=0 0.520 0.499

子女年龄 单位：岁 40.971 7.909

婚姻状况 已婚=1；未婚=0 0.835 0.371

教育经历 文盲=1；博士=11 4.761 2.057

健康水平 很好=1；很差=5 2.196 0.976

政治面貌 党员=1；其他=0 0.081 0.272

民族成分 汉族=1；其他=0 0.922 0.267

子女数量 单位：个 1.432 0.921

需抚养的子女数量 单位：个 0.694 0.835

收入水平 无=1；多于30万=12 5.956 2.081

住房资产 有=1；无=0 0.638 0.480

父辈家庭特征控制变量

职业培训 有=1；无=0 0.013 0.117

婚姻状况 已婚=1；未婚=0 0.707 0.454

存款总额 单位：万元 1.259 14.045

负债总额 单位：万元 0.310 8.796

社会保障特征控制变量
政府补助 有=1；无=0 0.406 0.491

捐助补偿 有=1；无=0 0.091 0.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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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1) (2) (3) (4) (5) (6)

隐性健康 −0.008(−1.404) −0.003(−0.412) −0.003(−0.231)

显性健康 −0.036***(−4.404) −0.024***(−2.583) −0.024(−1.39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753***(149.554) 0.592***(20.781) 0.592***(12.012) 0.751***(233.531) 0.614***(20.184) 0.614***(11.654)

N 26 667 16 461 16 461 21 638 13 494 13 494

R2 0.000 0.056 0.056 0.001 0.051 0.051

F 1.971 55.534 24.289 19.392 41.169 18.023

　　注：*、**、***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t值，以下各表同。
 
 

从表 2 可以看出，未添加控制变量情形下，父辈隐性健康对子女劳动供给的系数估计值并

不显著；同时增加子女个人特征控制变量、父辈家庭特征控制变量和社会保障特征控制变量以

及控制个体固定效应后，父辈隐性健康对子女劳动供给的系数估计值仍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也就是说，父辈隐性健康水平的下降并未引致子女退出劳动力市场。而表 2 中列（4）和列（5）表

明，不论是否增加控制变量，父辈显性健康对子女劳动供给的系数估计值都为负。进一步控制个

体固定效应后，父辈显性健康对子女劳动供给系数估计值的 P 值为 0.187，具有边缘显著性。因

而可以认为，父辈发生显性健康变化时，子女劳动供给将出现显著下降。可能的原因是，面对父

辈的显性健康变化，子女的约束函数不再是家庭效用最大化，而是尽可能提升父辈的健康人力

资本存量，延续父辈的生命周期。因此，相对而言，父辈显性健康变化更有可能引起子女劳动供

给的减少，形成对子女劳动供给的挤出效应。

（二）稳健性检验。

1.替 换 估 计 方 法 。 在 大 样 本 下 ，Bootstrap 自 助 法 能 以 更 快 的 速 度 收 敛 到 真 实 值 ； 同 时 ，

Logit 模型对于被解释变量为虚拟变量的方程估计结果更加稳健；由于单一方程忽略了不同方程

扰动项之间可能存在的相关性，三阶段最小二乘法避免了这一问题。有鉴于此，本文同时使用

Bootstrap 自助法、Logit 模型和三阶段最小二乘法重新估计了父辈隐性健康和显性健康对子女劳

动供给的边际影响，估计结果如表 3 所示。从表 3 可以看出，不论是用 Bootstrap 自助法、Logit 模

型还是三阶段最小二乘法，父辈隐性健康变化对子女劳动供给的系数估计值均未通过显著性检

验，而父辈显性健康变化对子女劳动供给的系数估计值均显著为负。因此，替换估计方法后的稳

健性检验同样表明父辈隐性健康变化并不会降低子女劳动供给，而父辈显性健康变化则显著降

低了子女劳动供给。
 

表 3    替换估计方法

Logit模型 Bootstrap自助法 三阶段最小二乘法 Logit模型 Bootstrap自助法 三阶段最小二乘法

(1) (2) (3) (4) （5） (6)

隐性健康 −0.020(−0.431) −0.003(−0.409) 0.145(0.291)

显性健康 −0.150**(−2.550) −0.024***(−2.577) −0.024***(−2.58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185(1.004) 0.592***(18.781) 0.509***(7.460) 0.324*(1.678) 0.614***(18.581) 0.614***(20.184)

N 16 461 16 461 13 485 13 494 13 494 13 494
 
 

PSM 可以有效解决样本自选择问题，其测算出的 ATT 值可以测度个体在干预状态下的平均

干预效应。图 1 左边报告了以父辈隐性健康为核心解释变量情形下 1 对 1 匹配前后变量的标准

张永峰、路    瑶：乌鸟私情，愿乞终养：父辈健康与子女劳动供给

•  69  •



化偏差，右边报告了以父辈显性健康为核心解释变量情形下 1 对 1 匹配前后变量的标准化偏

差。可以直观地看出，不论是以父辈隐性健康为核心解释变量，还是以父辈显性健康为核心解释

变量，几乎所有控制变量的标准化偏差在匹配后均有所缩小，且小于 10%。因此，匹配结果较好

地平衡了数据，满足平衡性假设。
 

年龄
健康水平
子女数量
政府补助
职业培训

婚姻状况（子女）
自有住房
捐助补偿
政治面貌
子女性别

需抚养的子女数量
婚姻状况（父辈）

负债总额
民族成分
收入水平
存款总额
教育经历

年龄
健康水平

婚姻状况（子女）
自有住房
子女数量
政治面貌
负债总额
存款总额
政府补助
子女性别
职业培训
收入水平
捐助补偿
民族成分

需抚养的子女数量
教育经历

婚姻状况（父辈）

−10 −10 0 10 20−5 0
Standardized % bias across covariates Standardized % bias across covariates

5 10 15

Unmatched

Matched

Unmatched

Matched

 
图 1    匹配前后变量的标准化偏差

表 4 同时报告了近邻匹配、卡尺匹配、半径匹配下处理组与控制组的 ATT 值，其中列（1）、列

（2）和列（3）是以父辈隐性健康为核心解释变量的处理组与控制组的 ATT 值，列（5）、列（6）和列

（7）则是以父辈显性健康为核心解释变量的处理组与控制组的 ATT 值。从表 4 列（1）、列（2）和列

（3）可以看出，不论是近邻匹配、卡尺匹配还是半径匹配，处理组与控制组的组间差异均不显著。

同时，表 4 中列（4）、列（5）和列（6）表明，处理组的 ATT 值均显著小于控制组。因此，基于 PSM 的

稳健性检验进一步验证了基准回归结论的可靠性。
 

表 4    基于 PSM 的稳健性检验

隐性健康 显性健康

处理组 控制组 组间差异 处理组 控制组 组间差异

近邻匹配
ATT 0.801 0.805 −0.004(0.010) 0.786 0.807 −0.020**(0.009)

ATU 0.803 0.795 −0.008 0.805 0.801 −0.003

卡尺匹配
ATT 0.801 0.805 −0.004(0.010) 0.787 0.808 −0.021**(0.009)

ATU 0.811 0.930 −0.008 0.805 0.801 −0.003

半径匹配
ATT 0.801 0.802 −0.001(0.007) 0.772 0.794 −0.022**(0.009)

ATU 0.803 0.799 −0.004 0.803 0.781 −0.022
 
 

2.剔除极端值。考虑到基准回归中样本存在仍在上学的子女，仍在上学的子女并未进入劳

动力市场，这可能影响基准回归的可靠性。同时，父辈财富过多和财富过少均会对子女劳动供给

产生极端影响。除此之外，基准回归中还存在同时患有慢性病和产生住院行为的父辈样本，也就

是同时发生隐性健康变化和显性健康变化的父辈样本。有鉴于此，本文剔除了仍在上学的子女

样本，父辈财富处于前 5% 和后 5% 的样本以及同时发生隐性健康变化和显性健康变化的父辈样

本，并重新进行了稳健性检验。表 5 报告了剔除极端值后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从表 5 列（1）和列（2）可以看出，在删除仍在上学的子女样本后，父辈隐性健康对子女劳动供

给的系数估计值并不显著，但父辈显性健康对子女劳动供给的系数估计值显著为负。同时，表 5

列（3）和列（5）表明，删除父辈收入极端值样本以及删除同时发生隐性健康变化和显性健康变化

的父辈样本后，父辈隐性健康对子女劳动供给的系数估计值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而父辈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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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对子女劳动供给的系数估计值始终显著为负。也就是说，基准回归结论并未受仍在上学的

子女样本、父辈财富极端值样本以及同时发生隐性健康变化和显性健康变化的父辈样本的影

响。需要指出来的是，剔除同时发生隐性健康变化和显性健康变化的父辈样本后，父辈显性健康

对子女劳动供给的边际影响提高了接近 1 倍。可能的原因在于，同时患有慢性病和产生住院行

为的父辈样本对子女劳动供给存在较大的逆向激励效应，在基准回归中加入该类样本会导致父

辈显性健康变化对子女劳动供给的边际影响被低估。因此，剔除同时发生隐性健康变化和显性

健康变化的父辈样本后，父辈显性健康变化对子女劳动的挤出效应出现了明显提升。
 

表 5    剔除极端值的稳健性检验

剔除子女工作性质极端值 剔除父辈存款极端值
剔除同时发生隐性健康变化和

显性健康变化的父辈样本

(1) (2) (3) (4) (5) (6)

隐性健康 −0.003(−0.460) 0.001(0.050) 0.005(0.660)

显性健康 −0.020**(−2.124) −0.021**(−2.280) −0.043**(−1.94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646***(22.490) 0.631***(20.100) 0.553***(17.240) 0.555***(17.380) 0.566***(16.932) 0.570***(17.128)

N 16 396 13 428 12 865 12 865 11 823 11 823

R2 0.053 0.052 0.055 0.055 0.052 0.052

F 52.790 41.611 42.980 43.280 36.759 37.056
 
 

3.内生性问题。实际上，在父辈健康影响子女劳动供给的同时，子女劳动供给反过来将显著

影响父辈的健康水平。子女参与劳动力市场必然减少陪伴与照料父辈的时间，而缺乏子女的陪

伴正是导致父辈健康水平下降的重要原因。同时，子女参与劳动力市场可以获得货币性收入，为

父辈健康照料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子女所能提供的资金支持越多，越有可能改善父辈的健康

水平。因此，基准回归中可能存在反向因果的内生性问题。有鉴于此，本文选择健康行为中的

“是否吸烟”作为父辈隐性健康的工具变量，同时选择家庭是否“接通自来水”作为父辈显性健

康的工具变量，以克服基准回归中反向因果导致的估计偏误。

吸烟行为与慢性病的因果关系已得到医学证实，而父辈的吸烟经历大多是在生育之前便已

形成，尤其是吸烟行为作为一种准入门槛相对较低的生活习惯，并不受父辈收入水平影响，也就

不会给子女带来经济压力，因而与子女劳动供给并不相关。同时，一方面，家庭是否接通自来水

与当地居住条件、生活习俗以及政府治理水平相关，独立于家庭决策外，与子女劳动供给无关；

另一方面，世界卫生组织 (WHO) 调查显示，全世界 80% 的疾病与饮用水污染有关。《2018 中国

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数据显示，在全国 10 168 个国家级地下水水质监测点以及 2 833 处浅层地下

水监测点中，IV 类和 V 类水质比例分别达到 86.2% 和 76.1%。特别是在农村地区，水污染已经取

代水短缺成为最主要的生活问题。而老龄人口体质相对脆弱，对饮用水质要求相对较高，更容易

受到不安全的水质威胁。在农村“空心化”的背景下，改善农村饮用水质对维护老龄人口生命安

全至关重要。这也是《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十三五”规划》中提出全国农村饮水安全集

中供水率于 2020 年前达到 85% 以上，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80% 以上的重要原因。因此，选取健康

行为中的“是否吸烟”作为父辈隐性健康的工具变量，以及选取家庭是否“接通自来水”作为父

辈显性健康的工具变量满足排他性和相关性的要求。

表 6 列（1）、列（2）、列（3）和列（4）的 Anderson LM 统计值、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值以及

Sargan 统计值表明，选取“是否吸烟”作为父辈隐性健康水平的工具变量以及选取家庭“是否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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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自来水”作为父辈显性健康的工具变量均不存在弱工具变量、识别不足和过度识别问题。与

基准回归不同的是，不论是否增加控制变量，考虑工具变量后父辈隐性健康对子女劳动供给的

估计值显著为正。可能的解释是，在劳动收入依然是中国绝大部分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背景下，

子女退出劳动力市场机会成本较高，为了筹集资金应对父辈隐性健康转变到显性健康变化带来

的风险冲击，父辈隐性健康变化非但不会引致子女退出劳动力市场，反而可能逆向激励子女的

劳动供给。而父辈显性健康对子女劳动供给的系数估计值则显著为负，即在有效处理内生性问

题后，父辈显性健康下降仍然显著降低了子女的劳动供给。因此，基于工具变量的稳健性检验同

样支持基准回归的结论。需要说明的是，工具变量下父辈健康对子女劳动供给的系数估计值远

大于基准回归中的系数估计值。可能的原因是基准回归中遗漏变量和内生变量相关性较大，导

致基准回归中的内生性程度相对较高，由此产生估计偏误。考虑到本文选取工具变量满足外生

性和相关性的要求，同时不存在过度识别、识别不足和弱工具变量问题。因此，基于工具变量的

估计结果可能更加真实地反映了父辈健康对子女劳动供给的边际影响，即父辈隐性健康变化可

能逆向激励了子女的劳动供给，而显性健康变化则挤出了子女的劳动供给。
 

表 6    基于工具变量的稳健性检验

(1) (2) (3) (4)

隐性健康 0.281**(2.090) 0.266**(1.990)

显性健康 −0.470*(−1.780) −0.681**(−2.40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458***(6.560) 0.521***(7.540) 0.818***(19.900) 0.628***(14.990)

N 21 610 13 485 21 610 13 311

F 50.470 48.380 3.150 31.290

Anderson LM 46.759*** 46.246*** 23.281*** 19.575***

Cragg−Donald Wald F 46.838 46.323 23.304 9.787

Sargan 0.000 0.000 0.000 0.000
 
 

4.安慰剂检验。为了进一步排除不可观测因素导致的估计结果偏误，本文进行了安慰剂检

验。首先，随机生成处于 0−1 之间的实数的新变量；其次，根据原始父辈发生隐性健康变化在全

部样本中的占比设定新父辈发生隐性健康变化占比，虚构的父辈显性健康设定同理；最后，用虚

构的父辈隐性健康和显性健康两个变量代替原始的父辈隐性健康和显性健康进行了安慰剂检

验。若安慰剂检验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则基准回归可能存在伪回归的问题。从表 7 可以

看出，虚构核心解释变量后，父辈隐性健康变化和显性健康变化对子女劳动供给的系数估计值

均不显著。因此，采用安慰剂检验排除不可观测因素导致的估计结果偏误后，估计结果同样支持

基准回归的结论。
 

表 7    虚构父辈健康变化的安慰剂检验结果

(1) (2) (3) (4)

隐性健康 0.003(0.390) −0.002(0.291)

显性健康 −0.005(−0.693) −0.004(−0.43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744***(138.488) 0.574***(18.209) 0.747***(225.443) 0.574***(18.393)

N 21 624 13 485 21 624 13 485

R2 0.001 0.055 0.001 0.055

  2022 年第 5 期

•  72  •



（四）拓展性讨论。

1.异质性影响。基准回归中的估计结果很大程度刻画的是父辈健康对全体成年子女劳动供

给的平均影响，而这种平均影响会掩盖可能存在的异质性问题。尽管基准回归表明父辈隐性健

康变化并未降低子女劳动供给，而显性健康下降则显著降低了子女的劳动供给，但这种效应是

否因人而异值得探讨。有鉴于此，本文进一步检验了父辈健康对农村居民子女与城市居民子女、

男性子女与女性子女、与父辈共同居住的子女和与父辈分开居住的子女、代际支持高的子女和

代际支持低的子女的异质性影响，检验结果如表 8 所示。表 8 中 Panel A 报告了父辈隐性健康对

子女劳动供给的异质性影响，Panel B 汇报了父辈显性健康对子女劳动供给的异质性影响。
 

表 8    不同个人和家庭特征下父辈健康对子女劳动供给的异质性影响

(1)农村居民

子女

(2)城市居民

子女
(3)男性子女 (4)女性子女

(5)共同居住

子女

(6)分开居住

子女

(7)高代际支持

子女

(8)低代际支持

子女

Panel A

隐性健康
−0.014*

(−1.701)
0.039***

(2.893)
−0.018**

(−2.212)
0.017
(1.481)

0.031**

(2.238)
−0.013**

(−1.497)
−0.015
(−1.497)

0.007
(0.780)

常数项
0.553***

(16.484)
0.423***

(6.823)
0.675***

(19.980)
0.643***

(13.368)
0.373***

(6.650)
0.678***

(19.776)
0.507***

(11.070)
0.610***

(16.473)
R2 0.051 0.103 0.057 0.025 0.108 0.048 0.067 0.055

F 35.037 28.859 32.865 12.196 25.234 36.986 29.367 31.502

Panel B

显性健康
−0.118
(−1.623)

−0.033
(−0.187)

0.015
(0.197)

−0.221**

(−2.131)
0.104
(0.761)

−0.247***

(−3.640)
−0.034**

(−2.020)
−0.009
(−0.005)

常数项
1.612***

(6.379)
−0.190
(−0.185)

1.084***

(3.865)
2.056***

(4.383)
−1.304*

(−1.883)
1.421***

(5.334)
0.446***

(0.085)
0.589***

(18.470)
R2 0.321 0.636 0.209 0.427 0.823 0.339 0.106 0.029

F 5.372 4.493 2.789 4.589 11.46 5.908 10.090 23.270

　　注：模型中解释变量均已控制，下表同。
 
 

首先，就城乡异质性而言，父辈隐性健康对农村居民子女劳动供给的系数估计值显著为负，

显性健康对农村居民子女的边际影响大于其对城市居民子女的边际影响，尽管二者均未通过显

著性检验。但总体上表明农村居民子女更有可能受父辈健康变化的冲击而退出劳动力市场。原

因在于，农村居民子女大多以转移就业的形式在城市从事非农职业，与父辈的分离居住致使其

只能在城市就业和返乡照料中二选一；而城镇居民子女可以在下班和假期内对父辈进行健康照

料。此外，相对而言，城市居民子女具有更高的教育水平和更全的关系网，因而在就业市场上可

以找到更好的工作机会，而农村居民子女大多只能局限在次级就业市场，放弃工作返乡照料父

辈的成本更低。因此，农村居民子女的劳动供给更大程度上受父辈健康变化影响。

其次，对于性别差异来说，尽管父辈隐性健康对男性子女劳动供给系数估计值显著为负，但

远小于显性健康对女性子女劳动供给的系数估计值。也就是父辈隐性健康可能降低了男性子女

劳动供给，但总的来看父辈健康变化对女性子女劳动供给的挤出效应更加显著。原因在于，一方

面，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面临的性别歧视导致女性的就业率和工资水平普遍低于男性，因而退

出劳动力市场的机会成本相对较低；另一方面，受传统“男主外，女主内”观念的影响，女性照料

父辈更加普遍，同时照料效果也更加显著 (卢洪友等，2017)。因而在面临父辈出现显性健康下降

时，女性子女更有可能退出劳动力市场以照料健康受损的父辈。

再次，父辈隐性健康变化显著促进了共同居住子女的劳动供给，但对分开居住子女的劳动

供给存在负向影响；同时，父辈显性健康变化并未对共同居住子女劳动供给产生显著影响，但父

辈显性健康对分开居住子女劳动供给的系数估计值在 1% 水平下显著为负，即父辈显性健康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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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显著降低了分开居住子女的劳动供给。这不难理解，面对父辈的健康变化，在追求延续父辈健

康生命周期的目标下，与父辈分开居住的子女除了放弃工作外，并无其他更有效的选择。这一结

论与父辈健康对农村居民子女与城市居民子女的异质性影响相互印证。

最后，父辈隐性健康对高代际支持子女劳动供给的系数估计值为负，而对低代际支持子女

劳动供给的系数估计值为正，尽管二者均不显著。父辈显性健康变化对代际支持高的子女劳动

供给的系数估计值在 5% 水平下显著为负；对代际支持低的子女劳动供给的系数估计值未能通

过显著性检验。也就是说，父辈显性健康变化更有可能降低代际支持高子女的劳动供给。原因

在于，代际支持更高的子女与父辈的关系更加亲密，因而更有可能受到父辈健康变化影响。

除此之外，本文进一步检验了不同医疗服务条件下父辈健康对子女劳动供给的异质性影

响，检验结果如表 9 所示。表 9 中 Panel A 报告了父辈隐性健康变化对子女劳动供给的边际效

应，Panel B 汇报了父辈显性健康变化对子女劳动供给的边际影响。
 

表 9    不同医疗服务条件下父辈健康对子女劳动供给的异质性影响

(1)医疗服务很差 (2)医疗服务较差 (3)医疗服务一般 (4)医疗服务较好 (5)医疗服务很好

Panel A

隐性健康 0.037**(1.980) −0.008(−0.563) 0.020(1.620) −0.031(−1.388) −0.002(−0.073)

常数项 0.400***(5.346) 0.674***(10.493) 0.673***(12.644) 0.429***(4.735) 0.235***(1.896)

R2 0.078 0.035 0.057 0.115 0.103

F 11.197 8.022 16.644 13.715 7.380

Panel B

显性健康 −0.042*(−1.879) 0.009(0.544) −0.016(−0.978) −0.055**(−2.236) −0.012(−0.295)

常数项 0.425***(5.712) 0.668***(10.466) 0.679***(12.806) 0.419***(4.653) 0.236*(1.914)

R2 0.078 0.035 0.057 0.117 0.103

F 11.174 8.021 16.268 13.909 7.385
 
 

表 9 显示，在医疗条件很差的情形下，父辈隐性健康对子女劳动供给的系数估计值为 0.037，

在 5% 水平下显著。尽管在全样本中没发现父辈隐性健康变化对子女劳动供给产生显著影响。

但在医疗服务水平很低的地区，父辈隐性健康变化逆向激励了子女的劳动供给。同样在医疗条

件很差的条件下，父辈显性健康对子女劳动供给的系数估计值为−0.042，在 10% 水平下显著，大

于全样本中的−0.024；尽管在医疗服务较好的情景下父辈显性健康下降同样出现了对子女劳动

供给的挤出效应，但医疗服务从较好上升到很好后，父辈显性健康对子女劳动供给转为不存在

显著影响。也就是说，医疗条件越差，父辈显性健康变化对子女劳动供给的挤出效应越明显。由

此可以推出，改善地区医疗条件或许有助于降低父辈健康变化对子女劳动供给的负向冲击。

2.护理人员的替代效应。基准回归表明，父辈隐性健康水平的下降并未降低子女劳动供给

决策。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谁来照料隐性健康水平下降的父辈？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成本更

低的保姆和小时工等护理人员。为了验证这一猜想，本文用是否雇佣护理人员作为被解释变量，

估计父辈隐性健康水平下降对子女雇佣护理人员的边际影响，结果如表 10 所示。

表 10 结果表明，未添加控制变量时，父辈隐性健康对雇佣护理人员的系数估计值为 0.001；

相继添加子女个人特征、父辈家庭特征和社会保障特征控制变量后，估计值均显著为正，且均在

1% 水平下显著。因而可以认为，父辈隐性健康水平的下降尽管未降低子女劳动供给决策，但显

著增加了子女雇佣护理人员的可能性。因为雇佣护理人员不仅可以保全子女的工作机会，同时

可以为健康状况恶化的父辈提供有效生活照料；更重要的是，雇佣护理人员的成本远低于子女

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成本。从家庭效用最大化的角度来讲，雇佣护理人员代替子女退出劳动力市

场成为更加理性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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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父辈隐性健康对家庭雇佣护理人员的影响

(1) (2) (3) (4)

隐性健康 0.001**(2.350) 0.002***(3.4883) 0.002***(3.615) 0.002***(3.643)

子女个人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父辈家庭特征 控制 控制

社会保障特征 控制

常数项 0.001***(2.820) −0.005**(−1.080) 0.001(0.180) −0.001(−0.017)

N 21 624 14 763 13 485 13 485

R2 0.001 0.002 0.005 0.005

F 5.540 2.981 4.042 3.720
 
 

3.子女数量的边际效应。独生子女政策有效控制了中国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但给家庭养

老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不同子女数量在应对父辈健康冲击时，所面临的劳动供给决策可能存在

异质性。基于此，本文检验了父辈健康变化对子女数量不同的家庭子女劳动供给的边际效应，检

验结果如表 11 所示。
 

表 11    子女数量的边际效应

子女数量=1 子女数量=2 子女数量>2 子女数量=1 子女数量=2 子女数量>2

(1) (2) (3) (4) (5) (6)

隐性健康 0.038*(1.846) −0.023*(−1.766) 0.011(1.190)

显性健康 −0.076***(−2.912) −0.035*(−1.904) −0.004(−0.36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317***(3.200) 0.552***(0.102) 0.616***(16.837) 0.367***(4.418) 0.527***(8.519) 0.596***(14.819)

N 1 294 4 161 10 597 1 450 3 396 8 658

R2 0.115 0.102 0.044 0.133 0.082 0.041

F 10.345 27.392 27.793 13.342 17.802 21.548
 
 

从表 11 可以看出，父辈隐性健康对子女数量为 1 个、2 个的家庭子女劳动供给的系数估计

值分别为 0.038、−0.023，均在 10% 水平下显著。即对于独生子女家庭，父辈隐性健康逆向激励了

子女的劳动供给以赚取更多的货币性收入；而对于具有 2 个子女的家庭，父辈隐性健康变化显

著降低了子女的劳动供给。但对超过 2 个子女的家庭，父辈隐性健康对子女劳动供给并不具有

显著影响。同时，父辈显性健康对子女数量为 1 个和 2 个的家庭子女劳动供给的系数估计值为

−0.076、−0.035，分别在 1% 和 10% 水平下显著，而对子女数量超过 2 个的家庭子女劳动供给的系

数估计值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也就是说，对于子女数量为 1 个和 2 个的家庭而言，父辈显性健

康变化显著降低了该类家庭子女的劳动供给，但对于子女数量超过 2 个的家庭来说，父辈显性健

康变化对子女劳动供给并不存在显著性影响。因此，子女数量的增加可以有效缓解父辈健康变

化对子女劳动供给的冲击，尤其是在家庭子女数量超过 2 个时，这种缓解作用更加显著。

4.医疗保险的调节效应。考虑到医疗保险是降低居民医疗负担，维护社会稳定的重大制度

安排，而父辈健康水平下降对子女劳动供给的传导机制很大程度上是由医疗支出引起。因此，本

文首先估计了医疗保险和父辈健康对医疗支出的影响，并进一步检验了医疗保险对子女劳动供

给的异质性影响，检验结果如表 12 所示。表 12 列（1）报告了医疗保险和父辈健康对家庭医疗支

出的边际影响，列（2）和列（3）分别是有医疗保险和无医疗保险条件下父辈隐性健康对子女劳动

供给的系数估计值；列（4）和列（5）分别是有医疗保险和无医疗保险条件下父辈显性健康对子女

劳动供给的系数估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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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医疗保险的调节效应

(1) (2) (3) (4) (5)

医疗保险 −0.081(−1.400)

隐性健康 0.001(0.870) −0.001(−0.010) −0.023(−0.920)

显性健康 0.878***(21.720) −0.022**(−2.478) 0.035**(1.99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043(−0.280) 0.619***(20.730) 0.332***(3.500) 0.550***(16.846) 0.668***(11.882)

N 15 631 15 141 1 320 12 729 3 776

R2 0.035 0.054 0.100 0.054 0.056

F 29.950 49.490 9.160 41.337 13.419
 
 

从表 12 可以看出，医疗保险对医疗支出的系数估计值为-0.081，P 值为 0.162，具有边缘显著

性。同时父辈隐性健康和显性健康对家庭医疗支出的系数估计值均为正，且父辈显性健康对医

疗支出的系数估计值远大于隐性健康对医疗支出的系数估计值。也就是说，父辈健康水平的下

降显著增加了家庭医疗支出，且显性健康下降引起的医疗支出远大于隐性健康下降，但医疗保

险可以有效减轻家庭医疗负担，降低家庭医疗支出。表 12 列（2）和列（3）表明，有医疗保险条件下

父辈隐性健康对子女劳动供给的边际影响远小于无医疗保险条件下父辈隐性健康对子女劳动

供给的边际影响，尽管二者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表 12 列（4）和列（5）的估计结果表明，在有医

疗保险条件下，父辈显性健康对子女劳动供给的系数估计值显著为负，而无医疗保险情形下父

辈显性健康对子女劳动供给的系数估计值则显著为正。即父辈显性健康下降很可能降低了有医

疗保险家庭子女的劳动供给，但反向激励了无医疗保险家庭子女的劳动供给。可能的原因在于，

医疗保险通过降低家庭就医负担，减轻了子女退出劳动力市场引起的经济压力，因而更有可能

降低子女劳动供给。相反，对于父辈无医疗保险的家庭而言，父辈显性健康下降造成的巨大经济

负担迫使子女增加劳动供给，从而为父辈健康照料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总体而言，医疗保险有

助于减轻家庭医疗负担，平滑父辈健康对子女劳动供给的冲击。

五、结论与建议

在老龄化日益加深叠加人口红利逐步缩减的双重背景下，本文利用 2015 年中国健康与养

老追踪调查数据检验了父辈健康对子女劳动供给的边际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父辈隐性健康变

化并未引致子女退出劳动力市场，而父辈显性健康变化对子女劳动供给决策具有显著的挤出效

应。总体来看，父辈健康变化对农村子女、女性子女、分开居住子女和代际支持更高的子女劳动

供给的挤出效应更加显著。同时，父辈隐性健康变化显著增加了雇佣护理人员的可能性，在父辈

健康照料中，护理人员部分替代子女成为追求家庭效用最大化约束条件下相对理性的选择。进

一步研究发现，医疗保险、子女数量的增加和医疗条件的改善有助于平滑父辈健康变化对子女

劳动供给的冲击，缓解父辈健康变化对子女劳动供给的挤出效应，尤其是在家庭子女数量超过

2 时，这一缓解作用更加显著。

为更好地推动健康老龄化和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保障有效劳动供给，以更好地促进经济

高质量发展，基于本文的结论可以得到如下政策启示：首先，研究结果表明，父辈健康变化对子

女劳动供给存在显著的挤出效应。因此，强化老龄人口的疾病预防能力，保持父辈身体健康成为

平滑父辈健康变化对子女劳动供给冲击的关键。这就需要积极开展老龄人口健康教育，促进健

康老龄化理念和医疗保健知识的宣传普及，鼓励和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辖区内 65 周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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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人口建立免费健康档案，通过疾病预防降低老龄父辈健康下降的概率。其次，本文发现医疗

保险、子女数量的增加和医疗服务条件的改善有助于弱化父辈健康变化对子女劳动供给的冲

击。因此，需要进一步放开生育政策，在全面放开二胎的同时研究推进三胎政策的实施。再次，

考虑到当前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保障标准仍然较低以及地区医疗服务发展不平衡。因

而需要积极构建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和商业保险相结合的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渐进有序地提

高保障标准，加快推进基本医疗保险全国联网和异地就医结算。最后，需要持续改善欠发达地区

医疗条件，不断提升欠发达地区医疗水平，突出医疗卫生财政支出向欠发达地区倾斜，以健全有

效的医疗保险体系和均衡协调的医疗服务格局缓解父辈健康变化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

参考文献：

陈强. 高级计量经济学及 Stata 应用[M]. 2 版.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1]

程杰. 养老保障的劳动供给效应[J]. 经济研究，2014，（10）：60−73.[2]

邓睿. 健康权益可及性与农民工城市劳动供给−来自流动人口动态监测的证据[J]. 中国农村经济，2019，（4）：

92−110.

[3]

费孝通. 乡土中国[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5.[4]

李琴, 雷晓燕, 赵耀辉. 健康对中国中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响[J]. 经济学(季刊)，2014，（3）：917−938.[5]

李实, 宋锦, 刘小川. 中国城镇职工性别工资差距的演变[J]. 管理世界，2014，（3）：53−65.[6]

刘柏惠. 我国家庭中子女照料老人的机会成本−基于家庭动态调查数据的分析[J]. 人口学刊，2014，（5）：48−60.[7]

卢洪友, 余锦亮, 杜亦譞. 老年父母照料家庭与成年子女劳动供给−基于 CFPS 微观数据的分析[J]. 财经研究，

2017，43（12）：4−16.

[8]

潘杰, 雷晓燕, 刘国恩. 医疗保险促进健康吗?−基于中国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实证分析[J]. 经济研究，

2013，（4）：130−142.

[9]

秦立建, 秦雪征, 蒋中一. 健康对农民工外出务工劳动供给时间的影响[J]. 中国农村经济，2012，（8）：38−45.[10]

童玉芬, 廖宇航. 健康状况对中国老年人劳动参与决策的影响[J]. 中国人口科学，2017，（6）：105−116.[11]

汪辉平, 王增涛, 马鹏程. 农村地区因病致贫情况分析与思考−基于西部 9 省市 1214 个因病致贫户的调查数

据[J]. 经济学家，2016，（10）：71−81.

[12]

解垩. “新农保”对农村老年人劳动供给及福利的影响[J]. 财经研究，2015，（8）：39−49.[13]

许庆, 刘进. “新农合”制度对农村妇女劳动供给的影响[J]. 中国人口科学，2015，（3）：99−107.[14]

杨志海, 麦尔旦·吐尔孙, 王雅鹏. 健康冲击对农村中老年人农业劳动供给的影响−基于 CHARLS 数据的实证

分析[J]. 中国农村观察，2015，（3）：24−37.

[15]

苑会娜. 进城农民工的健康与收入−来自北京市农民工调查的证据[J]. 管理世界，2009，（5）：56−66.[16]

岳崴, 王雄, 张强. 健康风险、医疗保险与家庭财务脆弱性[J]. 中国工业经济，2021，（10）：175−192.[17]

赵绍阳, 臧文斌, 尹庆双. 医疗保障水平的福利效果[J]. 经济研究，2015，（8）：130−145.[18]

Adams P, Hurd M D, McFadden D, et al. Healthy, wealthy, and wise? Tests for direct causal paths between health and

socioeconomic status[J]. Journal of Econometrics，2003，112（1）： 3−56.

[19]

Benjamin D, Brandt L, Fan J Z. Ceaseless toil? Health and labor supply of the elderly in rural China[R]. William Dav-

idson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2003: 579.

[20]

Richard Blundell,  Pierre-Andre Chiappori,  Thierry Magnac, Costas Meghir,  Collective Labour Supply: Heterogeneity

and Non-Participation,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J], 2007, 27(2), 417–445.

[21]

Boskin M J, Hurd M D. The effect of social security on early retirement[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1978，10（3）：[22]

张永峰、路    瑶：乌鸟私情，愿乞终养：父辈健康与子女劳动供给

•  77  •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4-129X.2014.05.005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480X.2021.10.010
https://doi.org/10.1016/S0304-4076(02)00145-8
https://doi.org/10.1016/0047-2727(78)90052-X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4-129X.2014.05.005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480X.2021.10.010
https://doi.org/10.1016/S0304-4076(02)00145-8
https://doi.org/10.1016/0047-2727(78)90052-X


361−377.

Grossman M. On the concept of health capital and the demand for health[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72，80（2）：

223−255.

[23]

Kalwij A, Vermeulen F. Health and labour force participation of older people in Europe: What do objective health in-

dicators add to the analysis[J]. Health Economics，2008，17（5）： 619−638.

[24]

Low H W. Self-insurance in a life-cycle model of labour supply and savings[J]. 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2005，

8（4）： 945−975.

[25]

Parsons D O. Health, family structure, and labor supply[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7，67（4）： 703−712.[26]

Smith J P. The impact of SES on health over the life-course[J].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2007，42（4）： 739−764.[27]

Thomas  D,  Frankenberg  E,  Friedman  J,  et  al.  Causal  effect  of  health  on  labor  market  outcomes:  Experimental

evidence[R]. UCLA On-Line Working Paper Series, 2006.

[28]

Topel R H. Equilibrium earnings, turnover, and unemployment: New evidence[J].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1983，

2（4）： 500−522.

[29]

Upbringing and Support: Parental Health and
Children’s Labor Supply

Zhang Yongfeng,  Lu Yao
(School of Economic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Summary:  It is common for adult children to take care of elderly parents in the family. This phenomen-

on is particularly obvious in China, which has been influenced by Confucian culture for a long time. Accord-

ing to the date of CGSS in 2017, 95.66% of children agree that adult children have the obligation to take care

of elderly parents. The degree of aging in China is increasing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ccord-

ing to the data of the “sixth Census” in 2010, the degree of aging in China is 13.26%; by 2020, the degree has

risen to 18.70%.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fe cycle, the healthy human capital stock of the elderly is lower and

is more threatened by the impact of health risks. The support obligation expressly stipulated in the legal text

and the conventional concept of filial piety in the informal system promote parental health change to be fur-

ther transmitted to the labor supply decision-making of children, forming a crowding-out effect on the labor

supply of children. According to the data of the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China’s labor participation

rate fell from 77.22% in 2000 to 67.99% in 2019, with an overall decline of 11.95%. There is not only the

transformation of labor market structure caused by the deepening of aging, but also the impact of the health

change of elderly parents on the labor supply of adult children. Effective and stable labor supply has always

been the key to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of dual circulation and mutual pro-

motion at home and abroad. Therefore, clarifying the re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al health and children’s

labor supply is very important to promot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under the dual background of

deepening aging and shrinking demographic dividend. Using the data of CHARLS in 2015, we find that par-

ental implicit health change fails to cause their children to withdraw from the labor market. Parental explicit

health change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children’s labor supply decision-making. Overall, the

crowding-out effect of parental health change on rural children, female children, children living separatel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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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dren with higher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is more significant. At the same time, parental implicit health

change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the possibility of employing nurses. In parental health care, nurses partially re-

place children as a relatively rational choice under the constraints of pursuing the maximization of family util-

ity. Further research finds that medical insurance, the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children and the improvement

of medical conditions help to smooth the impact of parental health change on children’s labor supply, and di-

lute the crowding-out effect of parental health change on children’s labor supply, especially when the number

of children in the family exceeds 2. This paper verifies that the intergenerational reciprocity model of “Up-

bringing – Support” still exists in China, but we need to be vigilant against the impact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parental implicit health change and explicit health change on China’s labor marke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aging.

Key words:  parental health； children’s labor supply； intergenerational reciprocity； crowding-out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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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ed with high-tech industries, the substitution effect on low-tech industries is greater. At the same time,

the automated capital-biased technical change of state-owned, eastern and high-tech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average wage of labor, while the impact on non-state-owned, central and western

and low-technology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is not significant. (5) Based on the industry linkage effect, the

automated capital-biased technical change in the upstream (downstream) industry of manufacturing induces

the automated capital-biased technical change in the downstream (upstream) industry, and then produces the

employment substitution effect and the wage compensation effect on the downstream (upstream) industry.

Therefore, to vigorous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automated capital-biased technical change, upgrading

labor skills, amplifying the positive effect of productivity and output scale on the labor market, and paying at-

tention to the conduction and synergistic effect of the industrial chain are important ways to adapt to the ma-

chine replacement, achieve stable employment and promote high-quality employment.

Key words:  automated capital-biased technical change； labor market； employment； wage

（责任编辑　石　头）

张永峰、路    瑶：乌鸟私情，愿乞终养：父辈健康与子女劳动供给

•  79  •


	一 引　言
	二 理论分析
	三 研究设计
	四 实证分析
	五 结论与建议

